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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研究·

当代民俗文化的“新精神性”建设
董晓萍

(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 民俗学在百余年前的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兴起，在 20 世纪维护民族精神与物质社会平衡发展中

发挥了特殊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后，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信息混合发展，世界很多国家在物质性与精神性建设上

出现了失衡状态，冲击了优秀文化价值观，并带来了诸多社会安全风险，这时民俗学面临重建精神性与物质性文化

平衡的新任务。呼吁重建崇高的人文精神，重构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关系。民俗学者需要关注这类现实问题，自觉参

与国家文化建设，包括参与构建民俗文化符号、讲好中国故事、建设民俗非遗项目等，并要拿出新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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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环境中，民俗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

义，在于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精神性”文

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目前很多欧美国家乃至非洲国

家，都很重视民俗学者参与国家的“新精神性”文化

建设，以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

多元文化的吞食策略，抵御金元强国以经济增长控

制别国文化建设权利的渗透手段。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民俗、中国民俗研究机构和中国民俗学的问题

及其在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互动中，所持

有的积极学术作为，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
民俗是范围宽泛的一种文化事象，我国上、中、

下三层文化中都有民俗，民俗学本身也具有跨学科

研究的特征，这些需要引起政府的注意。民俗学所

研究的民俗，从文化管理上说，不一定都是政府工作

的对象，但它们都是局部特有文化，拥有各自的社会

群体对象，都在各自的文化空间内，号召力强、开放

能力大、人民对之习惯成自然。我国进入现代化社

会以来，民俗文化仍然在面对面地传播，或者在小群

体中传播，或者在网上提速流传。民俗也是作家小

说、大众媒体、影视大片、流行音乐和互联网的活跃

的文化素材，无所不在、无奖不提。民俗还很容易被

国际社会所接受，适合开展非政府对外交流。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体系构成的理论进

程是与对民俗的文化利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

五四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新中国

史，再到改革开放，民俗文化成分已成为民俗学、文
艺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吸

收的对象。在国家的“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中，民俗

文化建设的定义，应该是既保留传统优秀民俗文化，

又在现代社会文化进程中产生新含义的管理概念。
此外，针对民俗文化所呈现的草根性与国际性统一

的特点，还应该将之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建设，

使之在国家现代文化输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俗文化建设对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

重要性，具体说来，要从研究学理、社会重要性和国

际化三个方面进行讨论，本文拟对此一一做简要的

阐述。

一 研究学理

“新精神性”的概念，从民俗学的角度说，是一

种带有价值观和支配性的文化管理理念。民俗是有

物质性的文化，同时也有精神性。在传统民俗学中，

对精神性民俗研究的关注更胜于物质性研究。所谓

民俗的物质性，包括物理性的实物，如生产生活器

具; 也包括社会性的人群团体与日常实践，如民间组

织及其民间社会活动。在封闭社会中，民俗的物质

性自然发生，自动运行，在社会生活表层得到充分的

彰显，比如我们能看到犁铧、纺车、庙会、集市、婚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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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等，不一而足; 而在民俗文化脉络的内部，这种

物质性又是与精神性高度契合的，两者共同成为民

俗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灵魂支撑。现代社会

是开放社会，全球化蔓延、高科技发达、市场商品“养

眼”，而当这一切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相遇

合的时候，我们忽然会发现，从封闭社会世代积累下

来的物质性的东西，消失得很快，而造成这种消失

的，正是另一种追逐西化、高消费和速变的精神性诉

求。以往民俗学所关注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平衡的关

系被打破，现在民俗学所面对的却是优秀民俗文化

价值观被冲击，并造成诸多社会安全风险。在这种

情况下，民俗学所要关注的“新精神性”国家文化建

设，正是重建崇高的人文精神和重构精神性与物质

性和谐关系的国家文化管理目标。为此，民俗学者

要自觉地参与进去，要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要在解

决新问题的社会实践中拓展学科理论。在这方面，

民俗学要克服自身学术史上的三种浪漫主义带来的

影响。
( 一) 文学浪漫主义
19 世纪末叶以来，民俗搜集和研究活动进入国

家民族独立运动，在德国、芬兰、英国、爱沙尼亚和俄

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涌现了著

名的民俗学者。在我国，历经晚清时期重审传统国

学的思考; 又在 20 世纪中，经历了五四运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苏联高教理论影响和社会主义

新文化建设，在民俗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以文艺学

为主导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辅以社会学和民族学

做参考，形成了民俗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建设的理论进程相重叠的一种格局。改革开放

后，我国发动了全国民族民间文艺资源清理和整理

出版运动，成果丰盈。然而，上述各种运动中的民俗

搜集与研究都是“抢救”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受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

结果，其宗旨是要从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外来侵略

的“虎口”中，抢救纯正而伟大的民族文化历史及其

理想社会状态，民俗正是被抢救文化的“苞心”，被

夸张得一尘不染。而事实上，这种民俗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们知道，民俗从历史中走来，但始终在变。民

俗也会被工业化、城市文化和外来文化所“污染”。
但民俗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它站在国家文化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十字路口，扎根在民族情感、价

值观和文化主体性之中。民俗代表了国家文化的特

有质量。民俗不需要被轮番“抢救”，但民俗需要获

得高尚的文化身份。我们要克服文学浪漫主义的影

响，承认民俗文化是既保持传统基因，又能不断产生

社会文化新意义的文化，并给予重点保护和创新建

设。
( 二) 经济浪漫主义
近几十年来有一种倾向，就是崇信经济浪漫主

义。持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天真地认为，经济增长

指标 GDP 可以带动民俗文化建设。于是，在这种倾

向中，我们看到，民俗旅游、民俗商人、民俗市场和民

俗走私曾一度火爆。当然，民俗文化是含有民俗经

济成分的，但此民俗经济非彼市场经济。民俗经济

遵循生态循环平衡原则，而市场经济遵循商业利润

增长原则，这是两码事。经济浪漫主义的影响有两

种表现，一是把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

偏见; 二是把民俗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政策误区。在

这种情况下，民俗的开发，成为商品的开发，结果造

成民俗资源濒危、流失或断档，民俗文化承担者的文

化利益 被 蔑 视，其 结 果 是 给 农 村、城 市 和 社 区 拔

根①，收获适得其反。
( 三) 非遗浪漫主义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开展申遗和非遗保护

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大量民俗学者的参与，国家也

颁布了大量民俗非遗保护项目。非遗浪漫主义，指

把民俗文化建设等同于非遗工作的一种新浪漫主义

思想。这不是说非遗保护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说非

遗与民俗没有关系，恰恰相反，非遗建设对民俗保护

是大有好处的，我在后面还会做一些分析。但我认

为，两者不能等同，等同就是照搬别人的经验而忽视

中国的国情，民俗学对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

辅助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原则上说，民俗是非政府文化，申遗和非遗是政

府工作，两者不都是一回事。从我们近年所做的问

卷调查和个案研究看，政府非遗工作要通过行政单

位执行，但也有不少非遗项目是以跨省或跨县的“文

化空间”为单位联合申报的。我们来看一下三批国

家级非遗清单，申请单一省域管理的非遗项目占

87%，申请跨省或跨县管理的非遗项目占 13%。这

13%之所指，共有 308 个项目，包括精英文化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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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民俗文化建设项目。再看这些“文化空间”非

遗项目，我们就会发现，越是历史长、影响大的非遗

项目就越有“文化空间”保护的需求，本文姑且称之

为“十字路口”特征。例如，“京剧”，由北京市牵头

申报，但有 6 省联合申报; “中医传药制剂方法”，由

天津牵头申报，但有 9 省联合申报; 木版年画由山西

牵头申报，但有 4 省联合申报;“社火抬阁”由河北牵

头申报，但有 13 省联合申报; 等等①。我国是人类硕

果仅存的连续历史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

多元性大国，以“文化空间”为单位申报非遗，很好

地体现了我国非遗保护所依存的国情。在我国政府

主导文化的体制下，要求跨省或跨县“文化空间”保

护的非遗项目仍在 13%，这就说明它们都是非以

“文化空间”为单位保护不可的项目。还有为数更

多的优秀文化品种，其中大部分是民俗，尚未进入非

遗项目。现在仅看这 13%，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其

中申请跨省保护者有 645 省次，申请跨县保护者有

277 县次。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一笔文化财富分布

数据! 它们毫不掺假地携带着中国非遗特色! 更大

一批未能成为非遗项目的民俗品种怎么办? 很明

显，要靠地方“文化空间”中的原地民众和社会力量

去保护，这就是我说的，不能用非遗项目代替民俗文

化建设的原因。两者可以互渗，民俗对非遗可以借

力发力，但不能持浪漫主义的幻想。
政府实行单一省域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与政府批准跨省或跨县“文化空间”管理的非遗

项目，两者在管理上有不一致的地方。“文化空间”
非遗项目一旦被政府批准，又会由于行政管理上的

不顺，出现地方保护落空的现象，结果造成政府当奶

妈，替地方投资保护的困境。所以，从政府文化管理

的角度讲，也不能不克服非遗浪漫主义观念的影响。
在世界文化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在我国加强文

化强国的战略中，民俗学摆脱以上三种浪漫主义的

影响，正是民俗学理论突破点之所在。有了这方面

的创新基础研究，民俗学才能提升理论水平，才有新

资本投入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我们要反思

和修正以往单纯用农村民俗构建国家统一历史的浪

漫主义思想，反思和摒弃将民俗附加贫穷、保守、落

后、无知等歧视观点的殖民主义偏见，同时也要抵制

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样文化的吞

食策略和经济霸权思想，科学分析我国民俗文化建

设的国情和资源分布特点，为民俗学建设更好地服

务国家文化建设大局做出贡献。

二 社会重要性

我国民俗文化建设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

化建设的进程具有关联性，这是我国民俗文化建设

的优势。但要正确评估民俗学的能力，描述和预测

民俗文化的建设目标，还要针对我国现代社会文化

结构的实际，重点以改革开放 34 年为时段，对我国

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结构发生的变迁与民俗文化资

源分布现状做具体分析。从我们在近七年获得的调

研数据看，主要应关注以下几点。
( 一) 民俗文化在我国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

几种变迁
从民俗学视角看，我国民俗文化在我国当代社

会文化结构中的主要变化有三方面。
1． 民俗文化共享主体开始分化

我国是长期农业社会，民俗文化享用主体曾经

主要是庞大的农业人口。但近年农村高速城市化，

农村空心化现象急剧泛化，农业主力人口成为进城

打工群体，留在农村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农村民

俗文化享用主体已经解构，出现城乡民俗分享与异

化的两个主体。这两个主体在城乡异地活动，每年

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这已成为当代社会的

主流趋势。两者已无法组成以往完整的享用和传承

民俗文化的共同体。
近年搞活地方经济受到鼓励，中央政府向东海

沿海经济特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重点进行

政策倾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东南沿海省份的传

统民俗文化与华侨文化相结合，西部地区的少数民

族文化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彼此都形成了

新的情感价值观，产生了民俗文化共同体重新组合

的新动力。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地利用这种民

俗文化共同体结构的新模块，使之成为维系民俗文

化情感指数的文化资本，能够携带地方的、祖先的和

民族的民俗文化进入现代化文化建设，并能够对民

俗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积极含义加

以关注，使之发挥民间积蓄的正能量，便成为一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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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下，又有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重要工作。在这

类问题上，政府采纳民俗学者与民俗文化共同体人

群的合理化建议，并对民俗文化资源分配走势加以

正确引导，是十分必要的。
2． 民俗文化生态链发生断层

在我国当代城市布局中的沿海城市、内地城市

和西部城市，在城市群和城乡结合部等处，由于社会

分层结构的变迁，都出现了文化分层传统秩序失衡

的现象。社会职业中的国营职工、干部和教师等固

化状态开始瓦解，从长期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身份

认同发生了松动，农民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私营者

高调地进入新的社会分层①，这使民俗文化生态链

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更需要关注的是，在这

种巨大变动中，原有民俗文化生态链中的相当一部

分人群，转为现代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政府公共

资金和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有时也成为政府综合

防灾减灾管理的目标人群。而政府在这些方面投入

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这类民俗文

化主体对象的情感变化，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公信力

的感性认识。为此，了解民俗文化生态链的改变，便

成为政府实行宏观政策调控的必备知识结构。政府

要正确地利用社会角色原理和社会政策引导原理，制

定民俗文化建设政策，促进民俗文化生态链从局部无

序变为有序修复，这对于政府加强投入改革的力度，

并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是带有辅助意义的工作。
3． 民俗文化运行秩序局部失调

实际上，身处当下全球化、现代化和网络化的开

放社会，政府职能部门、民俗学者、民俗文化共同体

人群和商家都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他们彼此又都在

民俗文化运行秩序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前段时

间里，有些政府职能部门打着脱贫致富的旗号，进行

民俗旅游开发，一味追求政绩，造成了民俗文化开发

运行失控的现象。黄河、长江两岸古老的行船民俗

和民居民俗转瞬孱弱，乃至濒危，正是这类严重后

果。不少商家企业搞经济搭台、民俗唱戏，尤其在我

国一部分新兴城市、沿海侨乡、经济欠发达农村、少

数民族聚居区和城乡结合部，进行了较多的这类商

业活动，少数地方行政干部和民俗文化传承人为了

眼前的物质利益予以配合，结果毁坏了大量民俗村

庄和民俗文化集散地的原有风貌，这种行为已被批

评为“建设性破坏”。
4． 民俗文化符号变身流失

我们近年还对国内院校和部分外国高校的大学

生做了逾万份的问卷调查，从调查问卷中抽取出大

学生眼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②。在这些文

化符号中，有一部分是民俗文化符号，还有一批符号

属于民俗文化符号被作家文学、大众文学、影视大片

和新媒体吸收后，变化形态，成为被大学生欢迎的文

化符号。
从对民俗文化符号变形流传的现象分析看，主

要有五种倾向:

( 1) 文化发明符号

如民族服饰符号“旗袍”。关于“旗袍”，很多大

学生已不知道发明它的民族族属为满族，而直接将

它认定为国服。
( 2) 故事符号

有的故事文化符号被认为是外国符号，如中国

的老虎外婆故事清代文献已有记载，但被当作是 20
世纪初传入的德国童话符号，这就给民俗学的知识

普及提出了问题。
( 3) 历史人物符号

民俗文化中的历史人物符号少，神话人物多; 神

话人物是很难进入大学生眼中的国家文化符号，进

入国家文化符号的都是精英人物，如孔子、孟子、鲁

迅、毛泽东等。但上面刚刚谈到的现在政府开展的

非遗保护工作却对保护相关民俗文化符号大有益

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要求保护非遗传承人、
传承民族和传承文化空间的，在执行这类非遗项目

中，很多民俗文化中的传说人物，如“中医”非遗项

目中的神医李时珍故事、“造纸术”非遗项目中的蔡

伦故事、“印刷术”非遗项目中的毕昇故事、“书法”
非遗项目中的王羲之故事等，并被除去历史的尘封

并被“非遗”的概念重新擦亮。他们在中国历代传

说人物中的公认程度最高，可以通过讲好中国故事

的方式，进入现代知识结构，建设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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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文化遗产符号

故宫、长城、兵马俑，这些被大学生看中的文化

符号都来自精英文化，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非遗保护规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连带遗产地点

和缓冲区进行保护，那么，故宫和长城的地点在北

京，兵马俑的地点在陕西西安; 要保护这些文化遗

产，就要同时保护北京和西安的古都民俗文化，发挥

当地人民的保护积极性。
( 5) 物质民俗符号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些是物质民

俗文化遗产，如茶叶和手工技艺，但在大学生的问卷

中往往没有填写。通过非遗项目，不但可以使这类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而且能保护国家著名产茶

地福建和浙江等地的茶文化空间，或者保护大量精

美手工技艺、手工工匠传承人及其老字号传承企业，

使它们进入青年一代的视野，成为可补充的重要文

化符号，而不是悄悄流失。从民俗文化符号角度建

设民俗文化，是将民俗的精神性与物质性遗产共同

保护的努力，其目标是为构建国家文化符号补充更

丰富的中国元素。
( 二) 民俗文化资源分布分类与利用现状
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是要对我国当代整体社会

文化结构中的民俗文化资源分布现状做科学分类和

利用现状分析。从我们的调研情况看，主要有以下

四种。
1． 农村内生型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截止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前，

由国务院发动和投入资金，由文化部组织，延请高校

与科研院所相关专业领军学者主持，在国家级层面

上，所搜集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

书”( 简称“十集成”) 。这次工作在省县范围内全面

铺开，最后以省卷本为单位出版。“十集成”的性

质，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农业民俗文化财富。这笔财

富在封闭环境中形成，拥有强大的内部文化功能。
但在接踵而来的我国高速城市化运动中，它也成为

空前绝后的最大历史规模的民俗文艺资源。在农村

社会内部的急速转型中，农村民俗文艺传统剥落，生

存环境脆弱化，大多丧失了自生自长的历史机制，需

要政府给予全面保护。
2． 消费资源型

在我国进入快速现代化进程后，大量民俗从农

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转为现代社会的市场消费资

源①。民俗作为消费资源，有了传统身份、农民利益

和商品价值的三重性，这种三重性是农业社会民俗

所不具备的。作为传统符号的民俗，有些进入政府

管理工作，如历史民俗文物遗址与国家荣誉教育，革

命圣地纪念地、红色文化宣传与民俗教育、绿色生态

环境与民俗文化建设等。作为农民身份标志的民

俗，给当地民俗传承人附加了申遗的筹码，也带来了

社会流动的机会。作为商品的民俗，成为商业利益

追逐的对象，或者被进行旅游开发，或者被送进文化

产业系统进行改造，或者被纳入影视媒体当陪衬。
民俗消费资源化倾向是现代人利用民俗的必然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民俗增加了现代社会文化新

解释，从农村内生型变为与行政化、媒体工业化和商

业化挂钩的外向型民俗，可以适应现代环境生存，但

如此一来，农业民俗也遭到了“改造”、“变味”等严

厉批评。政府和民俗学者都要共同思考如何制定正

确的对策对民俗消费倾向加以引导。
3． 知识工具型

民俗工具论是一个民俗学史上的老问题，不是

今天才提出来的。本文再次讲到这个问题，是从“知

识工具”的角度提出来的。在我国现代社会的中央

和地方社会建设中，将民俗知识当作工具，进行各种

形象工程建设，这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新现象，近年

到处可看到。项目评估组、学术咨询会的专家学者、
媒体人、影视导演，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把民俗当作

一种可以增值的传统知识，制成顺手的文化工具。
例如，影视作品中的民俗百图、奥运会的群艺节目编

导、新农村的包装方案、少数民族旅游村的风俗排

练、地方山水晚会的文化创意和灾区重建的人文氛

围等，都有这种情况。但有些民俗是具有极强的内

部权威性和内情驱动力的，是不能被外部人当作知

识工具随意使用的，如我国多民族民俗信仰传统、家
族习俗和手工技艺传统等。对它们需要加以严肃的

保护。其实我们是需要扩大民俗文化知识系统的教

育范围的，但这要在尊重本地本民族的知识价值观

和知识功能指向的前提下进行，要避免用外来文化、
外来价值观和外来政治经济意图对其加以改造和干

涉。在这方面，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印度都比我

们做得好。
4． 对外输出型

在全球化时期，我国民俗文化代表作输出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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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民俗、影视和对外汉语推广已成为我国政府现代

文化输出的三大渠道①。但是，我们仍需要采用内

外双视角，从总结和预测两方面，认真评估我国民俗

文化的输出种类和输出方式。例如，在我国各地各

民族的民俗生活方式上，包括年节庆典，哪些可以输

出? 哪些欢迎外部社会来参观和参与活动? 哪些不

适合输出，而只能在限定范围内进行严肃的、古老的

和内部传承? 这些都是需要进行专业调查和事先讨

论的。更重要的是，民俗文化输出与否，这也是本地

本民族的一种文化权利，政府要正确使用这种权利，

而不能只靠政府意志和行政手段，要尊重本地本民

族自己的选择。
总体说，中国民俗学与欧洲民俗学同行所提出

的民俗资源分类分布观点大有不同。欧洲民俗学同

行的民俗文化资源大都按考古、宗教和文学分类，而

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分类是与我国社会文化整体结

构紧密相关的，在近年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利用现状

上，我国又受到文化传媒、文化制度和文化价值等不

同观念和管理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走势。

三 国际性

现代社会民俗文化具有高度的国际性，对这方

面的发展趋势，本文在以上分析中已多处提到。本

节主要将国际性当作一种视角，同时结合上述讨论的

研究学理和社会重要性视角，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

建设的高度，分析民俗文化建设的几个重点领域。
( 一) 讲好中国故事
民俗学参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一个

重要突破点，是通过民俗学对中国故事的研究，参与

国家文化符号的构建工作，讲好中国故事。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故事是具有传统出身和现

实普遍意义的符号系统。故事具有处理符号的文本

形式，具有赋予符号社会意义的叙事方式，并将符号

放到文化结构中，使之产生国别文化符号的差异性

和国内文化符号的多元性。改革开放后，民俗学和

民间文艺学获得了空前宽松的发展空间; 同时，文艺

学、艺术学和社会学的加入，网络时代到来，孔子学

院的开花，都推动故事迅速进入对外交流的渠道。
我国通过七千余份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传统故事在

现代社会已进行“大面积的符号穿越”，而不像日本

民俗学者大林太良所说的“故事死了”。在我国 20
世纪的各种变迁中，故事都崭露出极强的文化符号

特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但是，在现代

社会和世界文化环境中，故事符号系统的传承也在

发生变化，现在的故事不是以家族、地方口传和代际

相传为主，而是口头、纸质媒介和多媒体综合流传为

主。在这种趋势中，政府应重新审视、利用和研发现

存中国巨大故事资源，实施跨媒体故事文化建设工

作，全面打造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中的创新文

化符号。
( 二) 正确发展民俗非遗项目
迄今为止，我国所成功申遗的民俗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大都是传统民俗学所指精神性与物质性

相统一的项目。在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中，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设，正好能恢复这种统一性。
但我国当代文化分层和文化空间的变化，也给扩大

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通

过调研发现，这主要因为我国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

的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于是在民俗文化系统中，相

应发生了“历史实体”、“社会实体”和“民俗实体”三

种分化，民俗文化传承人正在这种分化中发生了重

组性的变化②。
历史实体，指在较为稳定的文化空间中，在民俗

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相关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匹配

的条件下，民俗文化资源成为一种“历史实体”。历

史实体的含义是不能改动的，是被原样保护的，在我

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可以看到这

种情况。
社会实体，指拥有对某种民俗文化事象集体认

同传统的社区，在民俗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配套的

情况下，民俗文化资源得到挂牌保护。但当地的文

化资源地位低于社会资源的地位，社会资源显得更

为强势，文化资源要适应社会资源的引导，才能变为

非遗社区。在这种社区中，很多民俗文化遗产需要

跨县联合保护，或者需要跨省联合保护。对这种情

况，本文已在前面提到过。
民俗实体，指民俗文化承担者已脱离原文化空

间所在地，进入了社会流动系统，进入异地生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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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他们携带的民俗文化资源，成为他们个人的特

色身份符号。他们中间的少数表演天才在获得媒体

准入权后，还能通过彰显才华的民俗表演，获得现代

社会的喝彩，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相应的经济

报酬。在对这类现象的解释中，民俗文化资源、民俗

文化承担者与其原地空间是合为一体的，成为一种

媒体解释中的民俗实体。近年中央电视台“星光大

道”栏目推出的优秀选手大都是这种情况，例如，原

生态民歌手阿宝和王二妮被强调为代表黄土高原民

俗实体; 青年男女组合歌手“凤凰传奇”被强调为代

表内蒙古民俗实体; 山东农民歌手“大衣哥”和“草

帽姐”被强调为代表山东民俗实体，等等。
从政府职能部门角度讲，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建

设民俗文化，可以增加对非遗“文化空间”保护，同

时针对这三种实体的生存现状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

投入。经过这种政策转变，非遗才不是包袱，而是一

种软实力。
( 三) 保护手工技艺行业文化
现代人到哪里去找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完美和

谐? 去找手工技艺行业文化。
手工技艺行业文化，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

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手工艺产品及其传承知识和社

会网络系统。季羡林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

体系的对话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兼有“理论与技

术”的特点①，所言大都指中国的手工艺产品和它们

的文化理念与技术发明。在民俗学的研究中，手工

艺产品属于物质民俗的研究范畴，同时也是精神民

俗研究的传统对象。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

今天，它们大都是来自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多民

族、多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精品，不少是国家

级非遗代表作。它们的存在，体现了我国历史文明

的丰富程度，这是其他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应

该珍惜。
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行业文化的

保护与建设，是当今世界提倡多元文化思潮中的基

本问题，也是阐释我国文化独有价值的基本命题［1］。
但我国的情况与其他东西方国家又有所不同。法国

学者认为，保护物质文化就是保护国家文化，可用来

抵制全球化对多元文化的消解。日本学者通过认识

物质文化认识地方社会，寻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

的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产品结构。我国认为保

护物质文化就是保护国家历史，这个观点是由我国

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农业社会史和中国人的历史性思

维造成的。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两个问题，即如何把

历史与未来挂钩? 与如何把物质产品的文化与独特

技术挂钩? 而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保护物质产品的

工作就会导向保护历史文物，而不是导向保护民俗

物质性中的特别优秀的精神成分。
我们要厘清行业文化保护的内涵，既把握物质

产品保护的国家历史意识，也要在保护工作中增强

将物质产品的独有文化和技术向未来传承的文化自

觉性，还应将这项工作纳入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

设的指标体系进行考量。
( 四) 重视节日文化建设
节日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主体文化和对外输

出文化的综合体。在节日文化中，民俗文化软实力

的特征表现得十分突出，它从国民参与的角度，将历

史传统与文化创新相结合，在保护传统的社会认同

和集体事件中，将现实社会和外来文化的新价值观

融入，并以地方遗产的方式保护，产生新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说，它是国家“新精

神性”文化建设与国际化题目的结合点。
( 五) 建设综合防灾减灾民俗式文化
在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文化建设中纳入民俗文化

建设，这是民俗学建设的新课题。进入 21 世纪以

来，世界自然灾害一体化成为共同趋势，而人类抵御

灾害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涉及生死的宗教民俗差

异，而不是物质差异。灾难之后的物质补偿与重建

精神家园的关系是无法平衡的。民俗学有研究民间

宗教和民俗信仰的经典成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学

科的作用，从民俗文化建设上辅助国家防灾减灾，参

与国家的“新精神性”文化建设，要点有三:

一是正确利用民俗文化，建设积极性文化;

二是尊重在灾害悲痛中的特定民俗仪式的功

能;

三是理解宗教文化的理性低调的温情价值。
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辅

助国家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建设、社区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说，从现代民俗文化和民俗学

研究的国际化性质看，以上五种民俗文化专项规划

建设都是重点。
民俗文化建设对国家“新精神性”社会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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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实现这个目标，要靠政府、
民俗学者和相关学科学者，以及社会力量的携手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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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lk Culture New Spiritual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oday

DONG Xiao － ping
( Ｒesearch Center for Folklore ，Ancient Writing and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Folkloristics derived from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t
has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maintain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s and the material society． Since
the 21st century，the blending of globalization，hi － tech and internet has cause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both
spirit and material construction in many countries． As a result，the excellent culture value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the risks in social security have come into being． At this moment，the new task for folkloristics is to reconstruct cal-
tural balance between spirit and material． And to rebuild new spirituality is no other than an international trend to
advoc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fty human spiri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
and material． Chinese folklor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focus on those realistic issues，and voluntarily participate
in rebuilding the new spirit of national culture． In such a situation，Chinese folklorists should actively get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including participating in constructing the symbols of folk culture，telling Chi-
nese folktales，constructing intangible folkloric heritage ，preserving the handicraft culture，and eventually working
out new theory of folkloristics．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w spirituality; folkloristics; world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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